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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渊源考辩

牛佳伟ꎬ汪晓东

(集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ꎬ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)

摘要: 兴化府城隍庙角叶使用了独特的象首纹进行装饰ꎮ 作为传统祥瑞体系的重要部分ꎬ象纹在中

国纹饰中占据着独特地位ꎮ 古代青铜器常以象首作为器身装饰ꎬ汉代佛教的传入加深了中国本土对

于象的崇拜ꎬ民间传统中也有以象为核心的符号体系ꎬ海上丝绸之路也促进了象图像的传播ꎮ 基于区

域范围内民间信仰的局限并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推测ꎬ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是佛教等多元宗教、民
间传统乃至青铜礼器艺术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物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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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«清式营造则例»记载角叶为“格扇大边与抹

头相交处之金属连接物” [１]ꎬ但在福建地区ꎬ角叶

常指一种位于封檐板转角相交处ꎬ由两块雕花板

垂直相接以掩饰正、侧面封檐板接缝的建筑部件ꎬ
起到阻隔风雨、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的作用ꎮ 福

建省莆田市兴化府城隍庙角叶呈现独特的象首纹

饰ꎬ见图 １ꎬ该角叶是在完全相同的两块木板上雕

刻出象首、象牙、象鼻以及两侧卷草纹饰ꎬ以象鼻

作为木板合拢处的纹饰ꎬ上半部分的中线两侧各

刻画象眼ꎬ中部雕刻象牙ꎬ下半部分雕刻象鼻ꎬ并
在其周围镂雕卷草以填充空间ꎬ见图 ２ꎬ整体呈树

叶状ꎬ优美生动ꎬ简洁大方ꎮ 此外ꎬ在城隍庙建筑

的其他部位ꎬ如城隍庙房梁耍头、戏台屋顶角叶等

皆有象首纹饰ꎬ体现了独特的崇象思想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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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１　 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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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２　 象首纹角叶线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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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角叶上的象首纹与卷草纹

角叶又被称作“角鱼”“角眉”等ꎬ闽南传统建

筑歇山顶掩角处常有角叶装饰ꎮ 闽南传统建筑中

的角叶紧贴封檐板固定ꎬ并随其朝向而呈现不同

的态势ꎬ或向下垂直于地面ꎬ或随屋角翘起的态势

向外飞出ꎬ或和封檐板一同与椽头相接ꎬ呈更为明

显的勾心之势ꎮ[２]角叶与传统建筑屋顶下的另一

部件———悬鱼可以进行对比参照ꎬ二者皆位于屋

檐之下ꎬ也具有相似的实用功能和装饰纹饰ꎮ 宋

代«营造法式»记载悬鱼“施于屋山搏风版合尖之

下” [３]１９０ꎬ而角叶则通常依托于封檐板ꎮ 封檐板又

称遮檐板ꎬ是指设置在屋顶挑檐外边缘上瓦下的

通长木板ꎬ一般用钉子固定在椽头或挑檐木端头ꎬ
用来遮挡挑檐的内部结构不受雨水侵蚀并增加建

筑美观ꎮ 悬山顶建筑中ꎬ封檐板又可以称为搏风

版或封山板ꎮ[４]因此ꎬ在悬山屋面下ꎬ悬鱼与角叶

的差异仅表现在所处空间位置不同上:悬鱼位于

建筑山尖ꎬ而角叶则位于屋顶四角之下ꎮ
福建地区常见的树叶状四边或六边形角叶皆

是由两块梯形木板拼接而成ꎬ其上大多雕刻卷草

纹ꎬ以卷曲回寰的纹饰布满整个木板ꎮ 宁德市鲤

鱼溪天后宫屋顶翼角处的角叶为典型的六边形角

叶ꎬ该角叶整体纹饰可分为上下两部分ꎬ上半部分

绘有卷云纹装饰ꎬ连接云纹的是镂空雕刻的两瓣

式卷草纹ꎬ草叶自云纹开始不断向下延伸ꎬ最终在

木板末端收拢ꎮ 浙南部分地区的一些建筑角叶并

未使用两块镂雕木板拼接固定ꎬ而是将一块完整

的木板雕刻做平展“树叶”形悬挂于封檐板之下ꎬ
整体涂以绿色油漆ꎬ与“角叶”一词颇为契合ꎮ 除

卷草纹之外ꎬ兽面纹也是角叶的重要题材ꎮ 福建

省西柏坡天后宫角叶纹饰属于典型的兽面纹ꎬ可
以明确从中分辨出兽面的眼睛、牙齿等ꎬ形象生

动ꎬ极具“威势”ꎮ
在兽面纹中ꎬ象首纹是福建地区角叶纹饰十

分独特的题材ꎮ 除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之

外ꎬ福清市武当别院神龛翼角处悬挂的角叶也明

显采用象首纹饰ꎬ并且其色彩、形式更为清晰明

确ꎮ 该象首纹角叶以金色和靛蓝色对画面内容进

行区分ꎬ靛蓝色区域为象首部分ꎬ能清晰看出象头

与象鼻的轮廓外形ꎬ内部也以白色线条浅刻出眼

睛形状与象鼻褶皱ꎮ 金色部分为布置在象鼻两侧

的卷草纹ꎬ该纹饰自象鼻末端发出ꎬ分为两瓣向

上、下卷曲延伸ꎬ向上者与象首嘴角相接ꎬ向下者

与象鼻末端合并构成角叶末端合尖ꎬ颇具巧思ꎮ
城隍庙角叶与武当别院神龛角叶的共性之处

在于二者皆以象鼻为木板中线ꎬ使用浅浮雕刻画

象首面部细节ꎬ并利用透雕手法将卷草纹布置在

象鼻周围以填补空间ꎮ 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设

计就是利用象首纹这一独特题材来满足角叶在纹

饰选择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———二元现

象ꎮ 二元现象是指一个形象以两个相同的部分组

成ꎬ在侧面能呈现出该形象的完美侧面ꎬ在对角处

也可以观察到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ꎮ[５]７６ 由于角

叶位于屋顶翼角之下ꎬ由两块木板直角拼接而成ꎬ
其视觉效果完美符合二元现象的条件ꎬ但这也对

纹饰的选择造成一定限制ꎮ 象首纹则由于象鼻这

一天然的“中轴线”ꎬ整体纹饰可以分割为左右完

全相同的两部分并通过木板的垂直拼接而再次组

成完整的象首形象ꎬ构成符合视觉效果的二元现

３９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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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ꎬ因此成为角叶的“偏好”纹饰ꎮ 巫鸿曾详细论

述良渚艺术中出现的二元现象ꎬ张光直也认为二

元现象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ꎬ“弥漫

在商的机制和思想中”ꎬ因此我们或可从上古艺

术中获取对象首纹的认识ꎮ[５]７５

二、象首纹角叶与三星堆青铜立
人像象首底座

　 　 象纹是青铜器上较为常见的纹饰ꎬ现代出土

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常以象作为器物两侧的双耳部

件ꎬ象鼻弯曲延伸ꎬ勾连器身ꎬ也有以浅浮雕、透雕

等方式将其作为装饰附加在器皿之上ꎮ 春秋战国

时期青铜器上的象纹饰则多以局部的象首或象鼻

出现ꎬ象首纹或是在这一阶段成为常用装饰纹饰

之一ꎮ[６]三星堆青铜器可以分为早期遗存和晚期

遗存ꎬ早期遗存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ꎬ晚期

遗存则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ꎮ 在三星堆晚

期遗存中ꎬ可以明确感受到其青铜器的铸造受到

了商周文化的影响ꎮ 青铜立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

二号坑的商后期青铜器ꎬ其底座纹饰就表现为商

文化中常见的二元现象ꎮ
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底座呈现四个兽面(或称

其为“怪兽”)形象ꎬ对于其表现内容的判断众说

纷纭ꎬ笔者认为该部件称作象首或“象鼻怪兽”更
为合适ꎮ 有学者认为这一纹饰属于饕餮纹ꎬ但实

际上饕餮纹的定义却存在较大争议ꎮ 饕餮纹的命

名最早来自于北宋«宣和博古图»ꎬ这本古代金石

著作最早将青铜器上的无身兽面称为饕餮ꎬ这样

的说法也一直沿用至今ꎮ 但其实ꎬ饕餮在古代文

化中并非广泛指代无身兽面纹ꎮ «吕氏春秋􀅰先

识»中记载:“周鼎著饕餮ꎬ有首无身ꎬ食人未咽ꎬ
害及其身ꎬ以言报更也ꎮ” [７] 这指明了青铜器上

“有首无身”且“食人”的饕餮纹起到一种威吓的

作用ꎬ代表着一种“狞厉”ꎬ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具

体纹饰所代表的某种动物形态ꎮ 王湘仁认为:
“实际上‘无身’者只是有身者的简化图像”ꎬ要将

本就无身的饕餮与简化身体的兽面区分为两样不

相干的图像是很困难的ꎮ[８] 因此不能简单以有身

与否来判断是否为饕餮ꎮ 另一方面ꎬ饕餮在古代

有诸多解释ꎮ 春秋时期«左传»记载:“缙云氏有

不才子ꎬ贪于饮食ꎬ冒于货贿􀆺􀆺天下之民以比三

凶ꎬ谓之‘饕餮’ꎮ” [９] 明代«升庵集»记载:“俗传

龙生九子不成龙ꎬ各有所好􀆺􀆺五曰饕餮ꎬ好饮

食ꎬ故立于鼎盖ꎮ” [１０]饕餮纹的出现与流传被附加

了一层又一层的神话传说ꎬ有时被指向一种神异

的动物ꎬ有时指向一个人类ꎬ有时甚至被作为“龙
子”的名字等ꎬ其中不乏对于该词语的重新解释ꎮ
这样一个被附加许多奇妙幻想的词语指代青铜器

上的装饰的确十分契合ꎬ但却也失去了进一步明

辨器物纹饰的可能ꎮ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青铜器

上的兽类定义为饕餮ꎬ更不能以饕餮纹广泛涵盖

所有青铜器上的兽面装饰ꎮ
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底座的四个转角“怪兽”

应该以属大象而非饕餮ꎬ这一点的判断也来源于

对兴化府城隍庙角叶的分析ꎮ 角叶位于封檐板转

角相接处ꎬ以悬挂于屋顶翘起翼角之下的木板形

式存在ꎬ与青铜立人像底座四个承重的转角兽面

有相似的空间位置和延展动态ꎬ即兴化府城隍庙

角叶与立人像底座兽面皆是以屋顶或底座水平投

影的四角下垂线为中线ꎬ左右各保持一定面积而

后向下延伸ꎬ最终合拢至各下垂线ꎬ形成三角形或

菱形面积ꎮ 简而言之ꎬ二者皆使用了相似的纹饰

在同样的空间条件下进行装饰ꎬ最终效果也都符

合中国早期文明中独特的组合式二元纹样ꎮ 此

外ꎬ二者也都以形似象鼻的雕饰作为中线纹饰ꎬ左
右浅刻眼睛、象牙等线条ꎬ具有相似的雕刻方式选

择ꎮ 甚至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底座兽面的“象鼻”
部分以一种更加卷曲且具有象鼻特征的形态展

现ꎮ 但是ꎬ立人像底座怪兽具有一个明显的兽角

部件ꎬ这与大象的特征相去甚远ꎮ 而据三星堆博

物馆描述:“三星堆青铜人、神及动植物意象造型

形态特征主要表现在模糊性(多维度的图像意

义)、荒诞性(形态构塑形式)和神秘性ꎬ表现为奇

谲恢诡的图像特征与风格意趣ꎮ”因此ꎬ三星堆青

铜立人像底座形象应是多维动物造型的结合:大
象的鼻子与某种雄性动物的角等相结合ꎬ形成了

这一奇异的形象ꎮ 或许在古蜀人眼中ꎬ自然界中

怪诞而“不可理解”的动物结构被视作具有某种

“神力”的“载体”ꎬ将它们拼凑在一起ꎬ就可再现

真正“神圣生命”的形象ꎮ 因此ꎬ基于象鼻这一抽

象雕饰中能够较为清晰地辨别来源的纹饰ꎬ将三

星堆青铜立人像底座雕饰称作“象鼻怪兽”是合

理的ꎮ 综合以上判断ꎬ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兴化

府城隍庙角叶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底座皆以象首

作为雕刻题材ꎬ具备一定的装饰乃至实用功能ꎮ
三星堆文化遗产中对大象题材的使用并非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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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铜立人像一例ꎮ 另一件出土于二号坑的三星堆

青铜兽首冠人像ꎬ其上冠顶两侧各铸有一只外张

飞扬的大耳ꎬ冠顶正中有一只卷曲昂扬的象鼻ꎬ表
明了三星堆拆分与重组的艺术创作手法ꎬ也表现

了三星堆文化中惯常以象作为装饰的重要元素ꎮ
另一方面ꎬ象纹在商周时期得到了广泛使用ꎮ 梁

彦民在«商人服象与商周青铜器中的象纹饰»中

提出象在商王朝统治区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ꎬ甚
至已经被驯化且用来祭祀商人祖先ꎮ 他将商周时

期以象为装饰的青铜器分为三类ꎬ其一是器物本

身为“象”形ꎬ其二是以“象”的形象为装饰母题ꎬ
其三是以象的身体的某一部分为装饰素材ꎮ[１１] 这

种对于象纹饰的分类也适用于三星堆中的大象装

饰ꎬ青铜立人像与青铜兽首冠人像皆属第三种ꎬ是
将大象的某个部分作为青铜器的装饰ꎮ 而除三星

堆之外ꎬ我国还曾出土狮形山象尊、茹家庄象尊、
九象尊、象纹觚等等以象为装饰主题的青铜器ꎬ可
见商周时期象纹应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青铜器

纹饰ꎮ
商代以降ꎬ象纹青铜器以金石图录的方式被

古代学者汇编、描述ꎮ 最早记录象纹饰青铜器的

是宋代吕大临的«考古图»ꎬ其中收录了一件称为

“象尊”的器物ꎬ“画象形于尊腹”ꎬ又“立象之形于

盖上”ꎬ也有诸如师艅象彝等“其腹文为象”的青

铜器形式ꎬ可见古人已注意到象纹在青铜器中的

普遍存在ꎮ 宋代是青铜器再次盛行的时代ꎬ也出

现了仿制青铜器的浪潮ꎮ 宋徽宗就曾广泛收集青

铜器ꎬ并以古器物为蓝本多次制造使用于举行各

种礼仪的仿古青铜礼器ꎮ «籀史»记载ꎬ宋徽宗

“酷好三代钟鼎书ꎬ集群臣家所蓄旧器ꎬ萃之天

府ꎬ选通籀学之士ꎬ策名礼局ꎬ追迹古文ꎬ亲御翰

墨ꎬ讨论训释以此成书” [１２]ꎮ 在宋代仿制青铜器

中也有以陶瓷制作的记录“臣等参详古者祭天ꎬ
器皆尚质􀆺􀆺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、瓦登、瓦
罍之类ꎬ盖亦追用古制ꎬ欲乞祭天神位”ꎬ表明在

宋代已有匏爵、瓦登、瓦罍等陶瓷制祭器ꎮ[１３]明代

是仿制青铜器的又一高峰ꎬ陶瓷礼器也得到了进

一步发展ꎮ 福建地区的德化窑也在这一时期生产

了许多青铜器形式的陶瓷器皿ꎬ如嘉靖、万历年间

的印花饕餮纹鼎式四足炉、白釉象耳弦纹尊等ꎬ皆
是青铜器式的形态ꎮ 清代郭柏苍在«闽产录异»
中记载:“德化窑皆白瓷器ꎬ出德化县ꎮ 顺治以

前ꎬ老窑所制佛像、尊、罍、瓶、盘、盏ꎬ皆精臻古雅ꎬ

其色洁白中现出红色ꎬ至今价翔矣ꎮ” [１４] 因此可

推ꎬ明代时期象纹或象首纹在福建地区已有一定

程度的利用ꎬ并成为民间可见的纹饰之一ꎮ 而同

一时期ꎬ即万历年间ꎬ兴化府城隍庙修建仪门ꎬ仪
门前后出现的象首纹角叶应是受到了仿自青铜器

上的象纹装饰以及青铜器纹饰使用规范的影响ꎮ

三、本土象文化的发展

(一)原始自然崇拜

象始终是作为与他国异邦相关的动物被看

待ꎬ他国进献的象常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礼物而慎

重对待ꎮ «诗经􀅰鲁颂􀅰泮水»记载“憬彼淮夷ꎬ
来献其琛ꎬ无龟ꎮ 象齿ꎬ大赂南金”ꎬ描绘的就是

进献大象的场景ꎮ[１５] 直到明清ꎬ大象依然是作为

稀少罕见的“贡品”ꎮ 但其实早在新石器时期ꎬ大
象就已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生活ꎮ 王晖曾详细论述

了我国新石器时期到商代属于“全新世气候最适

宜期”ꎬ这一时期内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ꎬ环境

资源优越ꎮ 他也引用王国维的观点:“古者中国

产象ꎮ 殷墟所出象骨颇多􀆺􀆺则象ꎬ中国固有之ꎬ
春秋以后乃不复见ꎮ” [１６] 早期大象是人类的重要

食物来源ꎬ但同时大象的力量、体魄等又使得人们

对其产生深深的敬畏ꎬ因此产生了对大象的崇拜

心理ꎮ 但随着生存能力的提升ꎬ人们逐渐认识甚

至驯化这种庞大的动物ꎬ开始以象祭祀甚至战争ꎮ
«吕氏春秋»载:“商人伏象ꎬ为虐东夷”ꎬ描述了商

代曾使用大象进行战斗的情形ꎮ 大象的生存需要

茂密的阔叶林和鲜嫩的草本植物ꎬ也要求暑热和

潮湿的气候ꎮ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ꎬ由于中原地

区气候变化ꎬ森林的大量砍伐和人类的肆意捕杀ꎬ
大象不断南退ꎮ[１７] 明代徐霞客曾记述中原地区

“嵩、少之间ꎬ平麓上至绝顶ꎬ樵伐无遗” [１８]２７ꎬ甚
至在南方雁荡山中也是“林中新条ꎬ大可径寸ꎬ柔
不中杖ꎬ老柯斩伐殆尽矣!” [１８]５但即便如此ꎬ大象

在中国域内的活动时有发生ꎬ人类在面对这种庞

大惊人的动物时往往会当作天命象征而记述ꎮ 如

«魏书»载:“元象元年(５３８)正月ꎬ有巨象自至砀

郡坡中ꎬ南兖州获送于邺ꎮ 丁卯ꎬ大赦ꎬ改元ꎮ”
(二)早期宗教信仰

商周之后ꎬ象纹随着佛教的传入具有了更为

独特的地位ꎮ 汉代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原则都建立

在天命观的基础之上ꎬ正如董仲舒所说“帝王之

将兴也ꎬ其美祥亦先见”ꎮ 祥瑞被汉代人认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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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天垂象”的某种自然现象ꎬ而大象作为当时祥

瑞体系中的一部分也被广泛使用在各种场景ꎮ 河

北定县 １２２ 号西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青铜车饰上的

纹饰第一段表现了一个白象驮着三个人画面ꎬ这
一情景紧接在象征汉朝“天命所在”的黄龙之后ꎬ
可见汉代对象之祥瑞意味的肯定ꎮ[１９] 东汉时期ꎬ
自西方传来的佛教形象被容纳入当时的神明宇宙

之中ꎬ佛陀被汉代人理解为“来自西方的不死神

仙”描绘在墓室等礼仪空间ꎮ 作为佛教中另一重

要的纹饰ꎬ六牙白象等动物形象同样融入了当时

的祥瑞体系之中ꎮ 而且ꎬ在中国佛教史中ꎬ佛教进

入中国的首要标志不是佛教经典的传入而是佛像

的传入ꎮ 牟子曾说:“昔孝明皇帝ꎬ梦见神人ꎬ身
体有金光ꎬ项有日光ꎮ 意中欣然甚悦之ꎮ 明日ꎬ博
文群臣ꎬ此为何神ꎮ 有通人傅毅曰:‘臣闻天竺有

得道者ꎬ号之曰佛ꎬ飞行虚空ꎬ身有日光ꎬ殆将其神

也ꎮ’” [２０]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佛教传入的开端ꎮ
而«魏书􀅰释老志»中记载:“释氏之学ꎬ所未曾

纪ꎮ 案汉武元狩中ꎮ 遣霍去病讨匈奴􀆺􀆺获其金

人ꎬ帝以为大神ꎬ列于甘泉宫ꎮ 金人率长丈余ꎬ不
祭祀ꎬ但烧香礼拜而已ꎮ 此则佛教流通之渐也”ꎮ
这两种观点皆不约而同地认为ꎬ相较于佛教理论ꎬ
佛像或佛教的相关形象是先于教义传播于中国地

域内的ꎮ 象作为佛教的代表性图像之一ꎬ也被有

意地与汉代信仰体系相结合ꎬ成为包含西方、不死

与佛陀等概念的祥瑞符号ꎮ 汉代墓室中时常可以

看到受人信奉的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与佛像同

处一室ꎬ象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在这些墓葬场景ꎬ与
佛经故事、莲花、僧侣等一同构成“执钩驯象”的

图案ꎮ
(三)民间喜好与建筑纹饰

汉代以后ꎬ大象的形象早已浸润在中国文化

体系之中ꎬ唐朝时大象作为祥瑞的一种得到了官

方认可ꎮ 据«唐六典»记载ꎬ唐朝政府将瑞像分为

“大瑞”“上瑞”“中瑞” “下瑞”四类ꎬ其中白象属

“大瑞”ꎬ与龙凤等并列ꎮ “若大瑞ꎬ随即表奏ꎬ文
武百僚诣阙奉贺”ꎬ可见此时象的祥瑞意味ꎮ[２１]宋

代有关象的使用已经开始向平民化演变ꎬ出现了

陶瓷象枕等以象为装饰的日用器具ꎮ 宋代建筑规

范«营造法式»中“飞仙及飞走”一栏中也有关于

大象的彩绘形象ꎬ其中“獠蛮”更是描绘了古代人

驱赶大象进行战斗的场景ꎮ[３]３４１ꎬ３４７－３４８ꎮ 明清时期

象纹饰被广泛应用在诸多领域ꎬ民间就有“太平

有象”“万象更新”等以象为题材装饰的喜好ꎮ 而

这些雕刻在家具或建筑细部的大象纹饰通常是利

用了象这一动物所指代的汉字“象”ꎬ将之与其他

符号ꎬ如瓶子、“卍”字等内容相结合ꎬ进行语音语

义上的延伸ꎬ构成“太平有象” “万象更新” “盛世

气象”等富有吉祥意味的文化内涵ꎮ 这样的使用

往往与象文化本身并没有较大的关系ꎬ更多是一

种图案寓意的附会ꎬ但这种附会却也将大象与吉

祥的寓意深刻关联ꎬ使得民间崇象思想得到进一

步的传播与发展ꎮ 福建地区虽距“中原正统”的

黄河流域较远ꎬ但因其多次受中原文化“入闽”影
响ꎬ以象作为建筑点缀的情况并不少见ꎬ尤其是在

闽南宗祠中能够看到种类繁多的动物形象被雕刻

在建筑的不同位置ꎬ其中就包括大象的形象ꎮ

四、多元宗教崇象思想的影响

福建地区自古便通海运ꎬ佛教、印度教等宗教

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闽南沿海地带ꎬ并在泉

州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风格独特的建筑ꎬ其
文化也随着宗教的传播影响了该区域内的民俗喜

好ꎮ 舶来宗教对于“象”的崇拜与本土民间喜象

的思想不谋而合ꎬ影响了沿海地区的建筑语言ꎮ
在这些舶来宗教中ꎬ象成为一些宗教的经典

形象ꎮ 道宣撰著的«续高僧传􀅰大慈恩寺释玄奘

传»中记载:“赡部一洲ꎬ四王所治􀆺􀆺南谓印度

主ꎬ象王也􀆺􀆺ꎮ” [２２]印度译经师迦留陀伽所译的

«佛说十二游经»中也记载:“阎浮提(赡部洲)中
有十六大国􀆺􀆺南有天竺国子ꎬ土地多名象ꎮ 西

有大秦国天子ꎬ土地饶金银壁玉􀆺􀆺ꎮ” [２３] “印度

主”以象命名ꎬ印度宗教也以“土地多名象”描绘

“南天竺国”ꎬ可见大象对于印度地区国家及宗教

的重要性ꎬ甚至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符号ꎮ
直到现在ꎬ泉州开元寺、白耇庙等寺庙建筑中仍可

见大象作为装饰题材雕刻在建筑之上ꎮ 另一方

面ꎬ中国本土宗教儒家和道教将象视作一种奇特

的动物ꎬ并赋予了“象”字丰富的内涵ꎮ «说文解

字»中称“象”为“南越大兽ꎬ长鼻牙ꎬ三季一乳ꎮ
象耳牙四足尾之形ꎬ凡象之属皆从象”ꎬ是从动物

的角度对“象”进行解释ꎮ[２４] 而«周易􀅰系辞上»
曰“在天成象ꎬ在地成形ꎬ变化见矣”ꎬ韩康伯注曰

“象况日月星辰ꎬ形况山川草木也”ꎬ是将“象”的
内涵扩展至具有神秘含义的天象ꎬ与可见可听可

触的物体相对ꎮ 老子最早对“象”进行哲学阐释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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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“执大象ꎬ天下往”ꎬ表明了“象”的另一种含

义ꎬ即“大道”ꎮ 动物形态的大象也在某种程度上

成为儒家和道教的一种独特文化符号ꎮ «礼记􀅰
内则» 记载 “学乐ꎬ诵 «诗»ꎬ舞 «勺»ꎮ 成童ꎬ舞

«象»ꎬ学射御”ꎬ其中«象»指的就是一种人模仿大

象活动的舞蹈ꎮ 可见ꎬ在中国文化体系中ꎬ“象”
字有诸多引申内涵ꎬ这些含义反作用于大象这种

动物ꎬ使其形态乃至动作拥有了独特的意义ꎮ
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并非完全独立ꎬ而是相互

交融ꎬ纷繁复杂的ꎮ 宋代以儒释道“三教合一”为
思想界的基本特征ꎮ «宋史»载“«礼»之中庸ꎬ伯
阳之自然ꎬ释氏之无为ꎬ其归一也”ꎬ表明了这种

趋势ꎮ 宋代理学是儒家学者对佛、道的 “斥与

用”ꎬ其最初是用来突破儒学的停滞僵化ꎬ而佛教

学者也以入世的儒家精神作为“佛之命脉骨髓”ꎬ
道教王重阳也要求“太上为祖ꎬ释迦为宗ꎬ夫子为

科牌”ꎬ同样支持三教合一的潮流ꎮ 直至明代ꎬ王
阳明援佛、道入儒ꎬ创立心学ꎬ在三教合一观念的

变迁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ꎮ 晚明时期ꎬ莆田人林

兆恩在对阳明心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的深入理解

之后ꎬ开始在闽中地区招收门徒ꎬ建立起宣扬“三
教合一”思想的学术社团ꎬ并在后期发展成为一

种民间宗教———“三一教”ꎮ[２５] 这也为多元宗教

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提供了巨大可能ꎮ
纵向来看ꎬ舶来宗教在福建地区的传播也有

一定的起伏ꎮ 唐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广

州为起点ꎬ沟通中国与印度、阿拉伯、欧洲等地ꎮ
此时福建泉州在海外交流中所占比重较轻ꎬ但也

有伊斯兰教在泉州地区传播ꎮ 宋元时期ꎬ海上丝

绸之路发展鼎盛ꎬ形成了泉州、广州、明州(宁波)
三大贸易枢纽港ꎮ 此时泉州也已形成了蕃人聚居

的“蕃人巷”ꎬ为外来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条

件ꎬ并开始出现婆罗门教、摩尼教、基督教等多种

外来宗教文化ꎬ[２６]泉州地区最早的印度教神庙就

在这一时期建成ꎮ 这些神庙建筑的风格与南印度

朱罗时代晚期的印度教神庙风格颇为相似ꎬ基本

保持了发源地的建造风格ꎬ异域文化全然展现在

民众面前ꎮ[２７]然而ꎬ明朝泉州市舶司却明确规定:
“禁通藩ꎬ征私货ꎬ平市易ꎬ闲其出入而慎馆之”ꎮ
海外贸易不被官方认可ꎬ泉州等地多元宗教文化

共存的现象也开始走向衰退ꎮ 但已有的宗教如佛

教等已经在福建地区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文化基

础ꎬ禁海禁藩的政策并未影响其传播ꎮ 海上丝绸

之路时期ꎬ在泉州传播的多元宗教文化中ꎬ佛教占

据了主体地位ꎬ并不断向外延伸ꎮ 兴化府(现莆

田市)位于福建中部地区ꎬ与福州府南面、泉州府

北面相接ꎬ就较为明显地受到了泉州多元宗教文

化的影响ꎬ甚至«仙溪志»记载“南唐以来ꎬ地有佛

国之号”ꎮ
与佛教等宗教不同ꎬ城隍属于本土民间信仰ꎬ

并在后期逐渐被其他宗教容纳认可ꎬ成为神明体

系中的一级ꎮ 城隍信仰很早就是民间信仰的一

支ꎬ但早期的祭祀对象是“城”或“隍”的抽象概

念ꎬ并不具有人格化的形象特征ꎮ 金泽将民间信

仰的“造神”行为分为两类ꎬ一是“人死封神论”ꎬ
即将某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敕封为神灵ꎬ另一种是

以讹传讹ꎬ原本的神明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

曲解和重塑ꎬ最后化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偶

像ꎮ[２８]兴化府城隍属于第一种方式“受封”ꎬ在明

代之前ꎬ兴化府城隍庙的供奉对象始终没有具体

人格ꎬ直到明成化年间ꎬ在宋末保卫兴化城斗争中

壮烈牺牲的陈瓒被朝廷封为兴化府城隍神ꎬ城隍

神才摆脱抽象概念而拥有人物色彩ꎮ
前文提到ꎬ兴化府城隍庙建筑体现了独特的

象崇拜思想ꎬ具体表现为多次出现的以象纹或象

首装饰的建筑部件ꎮ 但除这些象纹装饰之外ꎬ城
隍庙碑文、史料乃至其他建筑部件上都未能发现

任何有关于大象或象纹的记载ꎮ 结合上文论述我

们可以大胆作出假设: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饰的

来源与佛教等多元宗教的共存有关ꎬ也与中国上

古礼器艺术和民间传统喜象的思想有关ꎮ 作为民

间信仰的一种ꎬ城隍庙的宗教体系、纹饰选择以及

祭祀要求等皆不规范ꎬ不同地区各有差异ꎬ往往呈

现混合状态ꎮ 正如民间信仰在传播过程中会因地

域文化不同而产生异变一样ꎬ城隍庙在建筑纹饰上

的选择并非单一宗教体系指导下的产物ꎬ而是受莆

田地区多元宗教和文化融合混杂的影响ꎬ佛教、印
度教等宗教以象符号代表的文化特性、民间对大象

吉祥寓意的肯定以及青铜礼器对象纹的使用等等

诸多因素ꎬ是城隍庙出现象首纹角叶的原因ꎮ

五、结语

象首纹角叶的出现ꎬ除了是地域性建筑部件

的发展成果ꎬ更是多元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ꎮ 兴

化府城隍庙使用象首纹装饰角叶ꎬ不仅因为其能

满足装饰纹饰的二元要求ꎬ还体现出审美、风俗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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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文化的发展脉络ꎮ 象纹很早便是传统文化中的

一环ꎬ早期青铜器以象作为器物装饰ꎬ而后随着佛

教的传入、民间喜象思想的发展以及福建地区多

元宗教的传播ꎬ这些都促进了兴化府城隍庙出现

独特的象首纹角叶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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